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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案： 

“怀⽕”是⼀个致⼒于交汇思想与运动书写的平

台。在五四运动⼀百周年之际，“怀⽕”的青年作者在

重新阅读五四历史、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，⽴⾜于当

下的思考与社会运动，通过回看五四来重思中国⼤陆

政治、社会、⽂化与精神现状。我们试图把五四从官

⽅宣讲、历史教科书和纯思想史与历史论辩中“拯救”

出来，让更多读书从五四的不同⾯向获得对当下的启

发。 

“五四⼀百周年×当下思考与运动专辑”将在接下

来的⼏天陆续推出： 

#爱国主义：从五四时期“爱国主义”作为回应被问题

化的西⽅现代性的产物，探讨彼时“爱国主义”的丰富

意涵及其当下的扭曲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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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新儒家：在剖析新儒家对五四、中西⽂化、民主与

政治的论述基础上，批评当下由国家主导的儒学复

兴； 

#青年：从五四时期青年成为重要历史⾓⾊的脉络出

发，以五四青年精神状态的“背⾯”为资源，寻找今⽇

“不激进青年”政治化的契机； 

#民主：从五四⾄今关于民主的思考与实践，讨论今

天我们如何继续未完成的民主； 

#⼯学联盟：学⽣在⾯对⼯⼈时，逐步透过实践与理

论的辩证，与⼯⼈相结合 

 

我们将从新儒家的代表学者对五四的论述出发，

回应和反思他们对五四、对中国政制的评价，辨清新

儒家看似富含“⽂化⾃信”、实则浮光掠影缺乏实践性

的本质内核，并理解当权者是如何利⽤现代的“新”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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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为其⾃⾝的政治⼿段辩护的——他们看似是新，实

则依旧受控于旧儒家的藩篱，也并没有超越五四的思

考维度。 

 

⼀、引论 

站在五四⼀百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，启蒙与救亡

的双重变奏仍然嗡嗡作响，仁⼈志⼠⾼举德先⽣、赛

先⽣的⼤旗和打倒孔家店，为民族与国家的未来奔

⾛、呼号，掀起了⼀场彻底重构中华政治与⽂化命运

的浪潮。⽽在它丰富的历史与现实内涵中，思想争辩

因其活跃和多元，更因其对统治了中国近千年的帝制

儒教的批评，对中国未来道路的争论和抉择更显得重

要。 

⼆⼗世纪初，西⽅思想⽂化的⼤量涌⼊，与中国

的传统发⽣着激烈的碰撞，震动着知识分⼦们的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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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。⽆政府主义、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反传统思

潮围绕着启蒙和救亡的主题，纷纷表明了⾃⼰的主

张，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⼀笔。其

中，当以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学者纷

纷对儒教及其思想体系进⾏抨击和批判时，也有⼀批

作为东⽅传统⽂化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学者（梁漱溟、

冯友兰、熊⼗⼒等），站在反传统的西化学者对⽴

⾯，提出了⾃⼰对中西⽂化的看法。反传统⼀派和现

代新儒家对于中国⽂化的认识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

观点，根本分歧在于对传统⽂化的态度——是“打倒

孔家店”还是“复兴儒学，接续道统”？ 

这场争论历经⼀个世纪的淬炼仍未退场，学者探

讨的内容也从儒学的存废本⾝延展到对五四政治性的

否肯、儒学与西⽅近代思想的融合，以及儒学与民主

政治的关系等等，甚⾄时⾄今⽇，仍旧有⼀批学者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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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“新”儒家的名号研究中国的⼈伦和礼学。由此可

见，新儒家作为⼆⼗世纪⾃五四以来中国现实和学术

⼟壤上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之⼀，是有其影响⼒。我们

将从梁漱溟、唐君毅和牟宗三这三位不同时期新儒家

的代表学者对五四的论述出发，回应和反思他们对五

四、对中国政制的评价和理解。我们将进⼀步辨清当

代号称“新”儒家的学说看似富含“⽂化⾃信”、实则浮

光掠影缺乏实践性的本质，并理解当权者是如何利⽤

儒教为其⾃⾝的政治⼿段辩护的——他们看似是新，

实则依旧受控于旧儒家的藩篱，也并没有超越五四的

思考维度。 

 

⼆、对唐君毅、梁漱溟、牟宗三的回应 

1. 谈儒家是否可以不谈政治？——唐君毅 



 6 

在风云变幻，思想各异的五四新⽂化时期，维护

儒学的⼈事实上成为了这⼀运动的边缘群体，他们的

声⾳被淹没于“反传统”时代呼声之下。但是，作为儒

家传统的守门⼈，新儒家对于这场浩浩荡荡的五四运

动有其独特的理解。 

唐君毅以“是否有民族⽂化⾃信”为标准，区分了

五四学⽣运动与新⽂化运动。他认为前者是积极的和

正⾯的。青年学⽣继承了中国知识分⼦参与政事的传

统，与汉代清议和公车上书类⽐，是⼀场“反抗⽇本

帝国主义⽽进⾏之保卫民族的战争”。⽽后者则是消

极的和精神萎靡的。新⽂化运动“只在此批判怀疑，

打倒礼教与孔家店，并倡⽂学⾰命等”，其领导⼈对

中国民族⽂化之⽆知，对西⽅外来之学之谄媚，产⽣

了消极破坏的情绪，扰乱了此后近百年的中国精神状

态，是历史之罪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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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在评论五四学⽣运动时，我们认为唐⽒两

次“⼀厢情愿”地曲解五四青年的⾏动与精神。其⼀，

是将学⽣的反帝⾏为视为源于狭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

⾃信。殊不知，“反帝爱国运动”之“反帝”才是五四学

⽣运动最为重要的指向，⽽“民族情感”只能说是以之

动员和抗衡的⼯具。因此，谈五四学⽣运动就不可只

⾼亮“爱国”，⽽不谈他们反帝反殖的国际主义精神。

何况后者分明⽐唐⽒所谓的民族⾃信情感更具道义和

外延的宽⼴。其⼆，唐君毅试图将学⽣的“民族爱国”

和“继承传统”⽆缝衔接，将站在民众⽴场发声的五四

学⽣与站在君主⽴场为⽣民请命的⼠⼤夫等同。学⽣

⼜中的“国”不是封建君主的“国”，⽽是孕育着⽆限希

望的全新的国。这两者有本质的差异，是民主和治民

的区别。这是对五四青年精神最⼤的误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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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“有民族⾃信就是好，消磨了民族⾃信就是

坏”的标准，⾃然推论新⽂化运动必然是萎靡和病态

的。在唐⽒看来，这种不⾃信体现在全盘否定儒家⽂

化和打倒孔家店。这⼀论断需要拆分为两个⽅⾯看：

⼀是新⽂化运动的领袖们是否是他⼜中所说的⼀群对

传统⽂化⼀概否定的⽆知之徒？⼆是新⽂化运动打倒

孔家店时打倒的是哪种儒家学说和⽂化？其背后又指

向何种社会现实和政治的需要？ 

⾸先针对“全盘西化”、“没有选择”、“浅薄”的批

评，陈独秀、胡适和鲁迅等⼈的反传统显然是有选择

的。他们所要推倒的只是摧残中国⼈⼼智、维护封建

专制等级秩序的封建意识形式，⽽不是中国⽂化传统

或传统⽂化的全部。相反,他们依旧醉⼼于"整理国故"

并⼤有建树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和古典⽂学研究、鲁

迅的中国⼩说史及陈独秀的中国⽂字研究，都有很⾼



 9 

成就。⼆是新⽂化运动着⼒批判的儒学，是那套讲求

纲常伦理和君⾂之义的礼教，是为封建王权铺道的儒

学。这套儒学不仅包含了所谓唐⽒讲求的⼈性精神，

更有⼈伦、家族、皇权等⼀系列庞⼤的话语和制度安

排。千年来密密编织的枷锁深深嵌⼊到每个国⼈的⼼

灵图式之中，成为⼀个⽆法挣脱的牢笼。只有明⽩这

⼀社会背景，我们才知五四先辈们需要有多坚定的决

⼼，动⽤全⾝⼼之⼒才能与这股强⼤的封建⼒量抗

衡。如若没有新⽂化运动的批判怀疑，又怎能与如此

厚重的流毒做抗争。五四前辈们就如同深陷泥沼之

⼈，若不⼤喊，就会⾯临着溺亡之危险。这是临死之

⼤喊，这是觉悟之⼤喊，这是向往新⽣之⼤喊！由此

看来，新⽂化运动绝⾮是消极的、萎靡的和⽆知的，

⽽是积极的、向⽣的和历史的。它是结合了那代⼈亲



 10 

⾝经历和对未来畅想，是⽣命和历史双重结合的运

动。 

由此引⼊⼀个问题，谈儒家是否可以不谈政治？

唐⽒在贬低新⽂化运动时只谈儒家学说的⽂化和哲学

⾯向，却不谈当时儒家学说与封建君主制的紧密关

系，不谈各种披着儒家外⾐的君主复辟，不谈儒家学

说与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呼声之间存在的巨⼤的理论

和实践鸿沟。唐⽒对五四学⽣运动和新⽂化运动看似

相反的评价，不仅源于其对国家和民族尊严的信仰，

也是源于新儒家⽆法处理⾃⾝与传统的关系。⼀⽅⾯

要拔⾼传统之重要，体现儒学是中国⽂明之根本。另

⼀⽅⾯又⽆法⾯对⾃⾝与封建君权媾合这⼀为⼈诟病

的过往和当下。不仅如此，新儒学者除了要处理儒学

与封建君权的历史，还需要理清儒学与民主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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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五四运动的产物，新儒家若要回应民主的诉求，

则亟需在儒学内部找寻到孕育民主的种⼦。 

2. 新儒家继承和超越了五四的“民主”吗？——梁漱溟 

说到儒家与民主，现代新儒家本就是五四新⽂化

运动的⼀个流派，他们亦从⽂化层⾯去探导中国在近

代以来民族危机、积贫积弱、落后挨打的根源，认定

学习西⽅的民主与科学是中华民族⽣存发展的必由之

路。其公认的⿐祖之⼀梁漱溟，便是⼀位重要的五四

⼈物。他同陈独秀等⼈⼀样，在经历了清末民初的社

会变迁后意识到⽂化的重要性，针对五四新⽂化运动

的主流派激烈的反儒学态度，提出了“中体西⽤”的主

张，其中最引⼈注⽬的便是他对民主的论述。梁漱溟

坚定民族本位的⽂化⽴场，第⼀个竖起儒家⽂化的⼤

旗。他说：“今天的中国，西学有⼈提倡，佛学有⼈

提倡，只有谈到孔⼦，羞涩不能出⼜，也是⼀样⽆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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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⼈晓得。孔⼦之真若⾮我出头倡导，可有那个出

头？这是迫得我⾃⼰来做孔家⽣活的缘故。” 

关于民主，梁漱溟是这样认为的，既是“看着西

洋⼈可怜，又看见中国⼈蹈袭西⽅的浅薄”，因⽽在

《东西⽂化及其哲学》⼀书中，他认为“仁”是儒家思

想作为⼀种⽣活态度的核⼼，⽽学习西⽅的“科学”与

“民主”则是其“副业”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哲学是更为根

本的东西，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只是哲学之⽤，政治思

想，特别是⾃由、民主思想则是第⼆性的。民主不是

核⼼问题——这种离地化的重视哲学、轻视哲学中的

“政治”性、⽆视实践中出现理想和现实冲突的观点，

其本⾝确有把制度民主置于讨论之外的嫌疑。 

以伦理为本位，梁漱溟认为西⽅胜过中国之处，

只在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，⽽在儒家思想中，民主

内涵包括民有、民享、民治三部分。在这三部分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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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有⽐较丰富的民有与民享的意思，⽽‘民治’之制

度或办法，则始终不见有⼈提到过”，他还认为“中国

⽂化富于民主精神”，“中国⽂化中的民主成分绝不低

于西洋⽂化”，原因是传统的“民本思想”，民贵君

轻、⽔能载⾈亦能覆⾈蕴含于儒学⽂化中。在这⾥，

梁漱溟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“民本”解释或⽐附为现代

的“民主”，以“民本”等同于“民主”，是不合理的。我

们并不否认中国“民本”思想中含有“民主”的思想资

源，但“民本”就是“民本”，有“民本”只能使⼈民做到

“民享”“民有”，⽽不能真正做到“民治”，⽽做到“民

治”恰恰是“民主”的根本。在封建社会，儒学囊括知

识精英作为⼀种为官⽅政权背书的意识形态，必然可

以给出民享民有的合理价值，但始终是不痛不痒地、

不把选择和决定国家和未来的“民治”权⼒让渡于民

的。因此，往往儒学到最后不得不沦为⼀种富有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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欺骗性的话术，为特定的贵族阶级“让利于民，实施

善政”辩护。五四青年们正是看到了这⼀点，才彻底

地反扑和揭露其维护封建礼教的本质和虚伪性。 

当新儒家能从精神内核上处置“民主”后，梁漱溟

在具体实践中处理中西⽅⽂明的关系时，便理所当然

地认为在⽂化与精神⽣活⾥，我们应继续保持儒家对

个⼈⼈⽣和家国社会的指导意义，⽽只通过西⽅的民

主和科学来增进物质⽣活。他认为，五四青年就是没

有好好地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，才会落⼊全盘反传

统的圈套之中。我们认为，这种论断是有问题的——

这是⼀种把西⽅⽂明视为物质⽂明、将中国⽂明视为

精神⽂明的粗略划分，且不说如何照搬西⽅民主制度

⽽不顾民主背后富含的政治哲学逻辑，单就中国的物

质社会落后却开出了更为先进的“精神⽂明”这⼀假设

来看，他的解释就是经不起推敲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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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如何不把民主作为⼀种机械搬运的“物质器

物”，⽽是正视“民主”作为精神⽂明和制度⽂明的双

重产物，从哲学内源去解释儒学与民主化的关系呢？ 

 

3. 儒学如何外接民主？——牟宗三 

新儒家虽然反对五四学者全⾯否定儒学，但他们

⾄少在反对封建君主制，宣扬民权和个⼈⾃由的⽴场

上是⼀致的，这亦是新儒家与旧儒家的区别。基于这

个共识，新儒家虽然宣扬应该重新挖掘儒家传统，但

却只敢谈论儒学在⼈性修养和伦理主张，谈论“仁”，

⽽不敢讨论“礼”。因为礼是维护等级尊卑的⼀整套政

治伦理规范，是源⾃“亲亲⽽后尊尊”的⼀整套宏⼤的

君主治理实践。这种取舍可见于梁漱溟等五四第⼀代

弘扬儒学的宗师。新儒家亦是如此延续了这个传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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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其儒学渊源⽌于宋明理学中的⼀⽀——陆王“⼼性

学”——奉其为唯⼀的道统。 

新儒家主张通过道德实践或者实⽤实践来修炼个

⼈的道德，但却不⽌步于此，⽽欲延展⾄政治领域，

将儒家学说与民主政体相连接。为此，他们实在煞费

苦⼼。新儒家外借西⽅哲学理论，提出了“良知之⾃

我坎陷”，将实践理性转化为理论理想之后，通过制

度性思考来建⽴民主宪政，实践其“内圣开外王”的理

想。具体来说，就是牟宗三所说的：⼼性论的道德形

⽽上学（内圣），开出现代社会的⾃由和民主（外

王），即由完满⾃⾜、⾄⾼⽆上的道德理性，经过

“良知坎陷”⾃⼰，变为认识外界，从⽽接受西⽅现代

民主、科学⽽开出“外王”。且不论这套政治理想尚是

⼀个纸上的完美构建，如果我们真的要扛起这⾯⼤

旗，会遇到什么样的实践问题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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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“内圣”来谈，新儒家的“内圣”需要⼀个崇⾼的

道德主体，是肩负着传统儒家“修⾝齐家治国平天下”

宏⼤抱负的个体。在⾯对后现代个体主义和消费主义

冲刷下的现代⼈，新儒家需要通过怎样的主体建造才

能够培养出符合“内圣”要求的历史主体呢？由此可

见，新儒家的内圣注定只是极少⼀部分⼈。难怪乎，

他们将历史的责任放在了当代有“觉悟”的知识分⼦肩

膀上。但与此同时，窄化的主体选择，也与他们所谓

道德和政治主体的普遍化所背离。此外，在“外王”⽅

⾯，新儒家并没有提出具体和可操作的民主政治构

想，仍停留在理想的“以民为本”、“民意⾄上”的概念

上。⽆论是在构想或是实践，新儒家都没有新的贡

献，更别谈回应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，回应民族

国家的冲突。由此可见，新儒家完全⽆法与现实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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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，属于⾼悬空中的幻梦。其最好的归属⼤概是余

英时所说：“乖乖沦为⽇常之个⼈修养吧”。 

理论地看，五四新⽂化运动确实有局限性，⽽且

是可以被超越的。五四⼈物没来得及对他们所批判的

传统⽂化和他们所拥抱的现代⽂化进⾏深⼊、详细的

分析。但他们的千秋功业正是积中国近代化⼏⼗年之

痛苦经验,将中国的总体问题归结为⽂化的再造，致

⼒于打倒“孔家店”、颠覆“吃⼈的礼教”，并代之以民

主与科学为核⼼的现代⽂明。他们留给后⼈的真正憾

事是迫于救亡的现实压⼒，没有机会、精⼒和平静的

⼼境去完成这⼀⾄为崇⾼的事业，只能选择激进地反

传统来迅速达成图存的⽬的。因⽽对五四的真正超

越，只能是承继五四⼈物的旗帜与薪⽕，完成他们⽆

⼒完成的中国现代⼈⽂主义运动和政治运动，以⾃由

民主为核⼼的现代观念取代以等级尊卑为核⼼的传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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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念，以现代的科学理性取代蒙昧与迷信，并在完成

观念转换的同时通过政治秩序和经济关系的翻转来将

⾃由民主落实到政治制度和⽂化层⾯。 

 

三、“新”儒家还是“旧”儒家？ 

⾃⼆⼗世纪初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，成为世界市

场竞争中的⼀极，这种经济发展随之⽽来的是⼤国⽂

化⾃信。于是，中国政府⾃ 2004 年开始在海外各地

建⽴孔⼦学院，旨在传播中国⽂化。⽽孔⼦被挑选为

中国⽂化的代表，掀起了中国国内研究儒学的热潮。

国内各精英⼤学如北京⼤学、清华⼤学和浙江⼤学纷

纷建⽴了礼学研究中⼼。那么此儒家与新儒家有什么

相同与不同呢？为何说此儒家⾮彼儒家呢？此儒家与

新儒家⼀样，发源于民族⽂化⾃信，强调中国⼈性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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⽂化与西⽅哲学⽂明有本质不同。但两者的差异实在

是更多的。 

第⼀是在与五四传统的关系上不同。新儒家继承

五四遗风，强调民主，⾃然对压制⼈性和强调秩序的

⼈伦纲常持批判态度，所以只谈“⼼性之说”，强调主

体道德修养，从不谈礼。此儒家却将中国⽂明之优越

定位于礼乐⽂明，更具体来讲就是“缘情制礼”，强调

礼法是基于⼈情，通过有限度的“节”达到和乐，并从

家族之亲亲，推⼴之政治之尊尊。由此可见，新儒家

强调个体⾃由和儒学中的民主资源，⽽此儒家则强调

秩序和管理。 

第⼆是主体和⼿段的关系不同。新儒家是先有

“内圣外王”的理想，⼀端是道德主体，另⼀端是西⽅

民主政体，⽽后找寻两者连接的⽅法。⽽此儒家则从

⼿段反推主体。其研究之礼法本⾝就是中国传统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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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治理之术。礼虽⼴纳⼈情，⼀系列庞⼤的体系规范

和治理百姓⽇常最终服务于家族秩序之稳定和皇权治

理之⽬的。由此⼊⼿，难免会得出中国⼈注重节制和

中庸之说。在这个⽅⾯来说，此儒家似乎⽐新儒家更

为⾚裸，率先找到了外王之道。只不过此外王并⾮是

源于内圣，⽽更多是⼀套温情脉脉的治理之术。 

第三是理论与政治的关系不同。新儒家直⾔不讳

其政治理想，⽽此儒家则晦暗不明，狡黠如⿏。此儒

学者⼤多以⼀副考古学家和继承绝学之态⽰⼈，似乎

将礼学复兴局限于学术⼀隅。此举实则极为狡诈，因

为这不仅以学术研究之名，回避了五四以来对于传统

礼教吃⼈的批判，又以学术之所谓客观严谨来为其不

加反思地追寻礼学道统⽽正名。 

如果说新儒家尚且可以说是继承五四传统，那么

当下不加反思和不带批判⽴场地整理和复兴礼学，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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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站在五四的对⽴⾯。所谓不谈论恢复古礼，只是研

究和整理，不急于制礼作乐，只是继承绝学，守先待

后，都是知识分⼦不负责任和此地⽆银三百两的说

辞。 

由此来看，现在这些所谓的“新儒家”学者所做的

事反⽽是真正的新儒家们最鄙夷的事情，纵观整个新

儒家的思想脉络，他们所强调的儒学的价值内涵早已

不是“仁义礼智信”“礼崩乐坏”和“君君⾂⾂⽗⽗⼦⼦”

的伦理纲常秩序，原始儒学⾥的"礼",即维护等级尊卑

秩序的⼀整套政治伦理规范，与"仁",即将这种外在规

范内化为⼈们的内在道德追求和修养都以不再是新儒

家们强调的价值，并且随着五四和反封建的浪潮、民

主意识的开化⽽被边缘化新儒家更愿意从道德修养的

⾓度出发，站在民族本位的⽂化⽴场，呼唤具有中华

⾎脉的“⼼性”之学，并由此伸展出⽂化理想，使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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⼈“不仅由其⼼性之学，以⾃觉其⾃我之为⼀‘道德实

践的主体’，同时当求在政治上，能⾃觉为⼀‘政治的

主体’”，把良知先转为理论理性，然后才能藉由制度

性思考建⽴民主宪政。由是观之，新儒家既把由外在

的纲常规范来统摄⼈民道德的逻辑匡扶为由内在理性

延展出民主宪政的愿景，继承儒学的余绪、以重整儒

学为职志，同时又反对、抛弃儒家的纲常名教，寻求

并结合西⽅的民主制度及价值进⾏阐释和研究，暂且

不论其实践性和可⾏性，其创新性和思考的深度是相

当有价值的。⽽当下的“新”儒家，重读四书五经，重

⾛封建礼教的⽼路，在本⾝就已受政治⼲预⽽凋零的

学术界掀起⼀场“伦理”复辟，否定了近百年来新儒家

对西⽅科学民主的思考，消抵了仁⼈志⼠对民族未来

的审慎思考，⾃⽢堕落为统治者背书，着实是开历史

的倒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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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⾮之⽐，更让我们尊重和怀念先辈们的风⾻与

态度。唐、梁、牟三⼈等新儒派尚敢在家国危难、道

统式微时奔⾛呼号、拥抱民主科学、试图反思危机，

反观如今，这些打着“新”儒家旗号的官员学者真是可

谓“避席畏闻⽂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”。不仅不再为

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，反倒更改⽴场，为统治者⽤

“⼈伦礼学”打造出⼀套适合维持政权稳定、维护等级

秩序、推崇阶级固化的儒家学说，避⽽不谈西⽅的民

主，不仅放弃了作为学术本应有的独⽴⾃觉，甚⾄沦

为统治压迫的⼯具，实在是于情于理都不合正义。看

似是在呼唤道统——实际上是漠视了政治现实的实

践，把希望寄托于虚⽆缥缈的中华⽂化复兴，为了明

哲保⾝逃避现实问题，脱离真实语境；看似是在重构

中国⽂脉——实际上是在附和官⽅所⿎吹的“⽂化⾃

信”、“⼤国崛起”和“道路⾃信”，企图为此政权⾛向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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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主义打造主流⽂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武器；看似是新

儒家的继承者——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学术⽝儒。 

这不仅是儒学研究者之悲哀，亦是中国知识分⼦

之悲哀。我们理应在百年之际重新拾起五四青年的抱

负与担当，踏碎政治现实的⼲扰和蒙蔽，重新看到民

主与⾃由的可能性。 

 

参考⽂献 

陈永杰(2015)《现代新儒家直觉观考察：以梁漱溟、冯

友兰、熊⼗⼒、贺麟为中⼼》，上海：东⽅出版

中⼼。 

⿈克劍、周勤(1993)《寂寞中的复兴：论当代新儒家》，

南昌：江西⼈民出版社。 

胡伟希(1992)《传统与⼈⽂：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》，

北京：中华书局。 



 26 

李泽厚（2012）《说儒学四期》，上海：上海译⽂出版

社。 

——（2012）《略论现代新儒家》，上海：上海译⽂出

版社。 

林瑞⽣(2009)《牟宗三评传：现代新儒家》，济南：⿑

鲁書社。 

唐君毅（1955/1991）《六⼗年来中国青年精神发展之

四阶段》，收《唐君毅全集第⼆卷·青年与学问》，

台北：学⽣书局，109 页。 

——（1958/1991）《国庆、校庆、⽉会：新亚第⼀⼆

次⽉会上的讲词》，收《唐君毅全集第九卷·中

华⼈⽂与当今世界补编（上）》，台北：学⽣书

局，490-496 页。 

余秉颐(2011)《认识新儒家：以价值观为核⼼的⽂化哲

学》，台北：学⽣书局。 



 27 

余英时（2010）《现代儒学论》（第⼆版），上海：上

海⼈民出版社。 

朱⽅棡（2000）《梁漱溟纪念⽂集》，桂林：⼴西师

范⼤学出版社。 


